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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官的人格塑造是关键

梁慧星

　　社会正义 ,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分。

形式正义 ,着重于程序公正。只要所适用的程

序规则是公正的 ,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之间是否

实现了正义 ,则非所问。实质正义 ,则不满足于

程序的公正 ,而是着重于在具体的案件的当事

人之间实现正义。按照现代法律思想 ,强调形

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 ,形式正义只是手段 ,

而实质正义才是目的 ,形式正义须服从于实质

正义 ,并最终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。

程序规则、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,

属于形式正义。具体案件裁判的妥当性 ,即最

终在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之间实现的正义 ,属于

实质正义。值得注意的是 ,近几年来 ,在一些司

法工作中 ,出现了过分强调程序正义 ,以程序正

义代替实质正义 ,甚至否定实质正义的倾向。

必须指出 ,程序规则、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

规则 ,都只是手段而绝非目的 ,裁判的目的只能

是在具体案件的当事人间实现实质正义。

曾经有这样一个“欠条案”。原告以一张欠

条证明自己对被告的债权 ,被告承认该欠条是

自己亲笔所写 ,但主张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

示 ,因为是在原告拿着凶器威逼之下所写。可

以肯定 ,要求被告就自己的“异议”承担举证责

任 ,即证明自己是在原告手持凶器威逼之下写

的欠条 ,实无可能。同样 ,要求原告证明被告写

欠条之时自己没有手持凶器予以威逼 ,也是不

可能的。可见 ,法官把举证责任加在谁身上 ,谁

就败诉。而法官把举证责任加给哪一方 ,关键

看法官的“内心确信”。

按照自由心证主义的现代证据法理论 ,关

于证据的取舍、各种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及事实

认定规则 ,均不取决于法律的预先规定 ,而是由

法官依据自己的“良心”和“理性”自由判断 ,并

最终形成“内心确信”。法官“内心确信”的形

成 ,绝不是仅仅依赖“举证责任分配规则”。还

要依赖法官的“社会生活经验”,依赖法官对双

方当事人身份、地位、相互关系及案件发生的环

境、条件的了解 ,以及法官在庭审中对当事人、

证人等的言行、举止、神态等的“察言观色”。根

据新闻媒体对“欠条案”案情的报道 ,我认为 ,一

个有经验的、有正义感的法官 ,完全可能得出

“被告主张的真实性较大”的“内心确信”。退一

步说 ,即使不能达到这样的“内心确信”程度 ,至

少“欠条是在原告手持凶器威逼之下所写”的可

能性并未排除 ,而在案件涉及“违法”、“暴力”的

情形 ,怎么能够仅凭被告未能举证证明“原告手

持凶器威逼”,就“完全相信”了原告的主张 ? 为

什么不把难以举证的风险加给处于优势地位的

原告 ?

用“举证责任分配规则”为本案法官辩解是

不能说服人的。因为“举证责任分配规则”既不

是绝对的 ,也不是形成“内心确信”的惟一手段。

用民事法官“不能动用刑事手段”为本案法官辩

解也不能说服人。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 ,发现

有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时 ,虽然不能直接采用刑

事方面的手段 ,但至少应当中止案件审理 ,并向

院长报告。其实 ,本案不采用刑事方面的手段 ,

也完全可能得到妥当的判决。因为 ,“手持凶器

威逼”既可以成立刑法上的“犯罪”,也可以成立

民法上的“胁迫”。民法通则和统一合同法均规

定以“胁迫”的手段迫使对方作出的意思表示无

效。

法院裁判当然要讲程序规则、证据规则和

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,但切不可走向极端。片面

强调程序规则、举证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,

而忽视“法官”的作用 ,不仅违背法律的正义性 ,



也违背裁判的本质。法院裁判的本质 ,是行使

裁判权的“人”,对案件“事实”进行裁判。之所

以需要程序规则、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规

则 ,是为了帮助行使裁判权的“人”尽可能地“发

现”案件的“事实真相”,以形成“内心确信”。绝

不是要“代替”案件的“事实真相”,代替法官的

“内心确信”,更不是要取代“法官”。

换言之 ,裁判活动的“主体”是“法官”,而不

是“程序”,无论如何科学、精密的程序也取代不

了“法官”。程序规则只是形成法官“内心确信”

的工具 ,正如“程序正义”只是实现“实质正义”

的手段。司法改革也好 ,庭审改革也罢 ,法官人

格的塑造才是关键。正如自由法学和法社会学

的倡导者爱尔里希所言 :“惟有法官的人格 ,才

是法律正义的保障 　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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